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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大精深的学术遗产

——《顾颉刚全集》出版有感

                                     常玉芝

中华书局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隆重推出经过多年精心编辑的博大精深的学术遗产——《顾颉刚全集》。该《全集》全面收集了顾先生在各个学术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的各种学术著作、各类学术笔记、几十年的日记和大量信札。这是一部极为厚重的学术遗产，它的出版是对顾先生的最好纪念，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顾颉刚先生是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中国民俗学、中国边疆史及中国民族史、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重大、深刻、广泛的影响。顾先生一生勤奋耕耘，著述宏富，学问博大精深。他的主要业绩是在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考辨历史地理（《禹贡》学研究等）和为考辨古史而进行的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顾先生于1920年开始做考辨古史的工作。他将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分析、研究，揭露出其中神话传说的真面目，于1923年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由此引发出了对古史的大论战。后来他将自己与他人讨论古史、古籍的文章编成《古史辨》出版。他的学说和《古史辩》一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先生为了给考辨古史提供辅助和佐证，进而从事民俗学研究。他广泛搜集民间故事、歌谣、神话、传说、会社、风俗、宗教等民俗学资料，并以历史进化论的眼光重新诠释，不仅在民俗学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在考辨古史上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以歌谣来论证《诗经》是古代的诗歌总集，以孟姜女的故事来论证古史的演变，以妙峰山进香探讨春秋以来的社祀等等。同时他还编辑《民俗》周刊，创办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丛书。他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为我国的古史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新途径。

顾先生还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他结合研究《尚书》中的《禹贡》，在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进而研究历史地理。他创办历史地理学刊物《禹贡半月刊》，创办禹贡学会，培养了许多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人材。后来由于日寇入侵，民族危机加深，他又由沿革地理侧重到边疆地理与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众所周知，顾先生对《尚书》的研究是海内外第一人。他将一生的许多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尚书》的整理、研究上。他于1922年开始治《尚书》，1923年春就提出了对《尚书》今文各篇的全面意见；1925年今译了《盘庚》、《金縢》两篇；1926年起在大学开设“《尚书》研究”课，编写了数种《尚书》讲义，其中在中山大学编的《尚书》讲义，搜集了自汉代至近代研究《尚书》的各家之说达62种，编为《尚书学参考资料》八巨册；他还编著了《〈尚书〉文字合编》和《〈尚书〉通检》等。顾先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求实的精神对《尚书》进行整理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他考订出《尧典》、《禹贡》等篇的写作年代是在战国时期；深入考辨、充分论证了《尧典》、《禹贡》和《皋陶谟》篇是儒家为建造他们的古史所加工编造出来的，这就从根上动摇了儒家利用这几篇所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晚年他在助手的配合下连续发表了《甘誓》、《盘庚》三篇、《汤誓》、《西伯勘黎》、《微子》等篇的“校释译论”。特别是他用数年精力撰写的《〈尚书·大诰〉译证》，不但把产生《大诰》这篇重要文告的历史背景，即周公东征管、蔡、武庚事件作了详密、细致地考证，将这一关系到周王朝成败的重大历史事件考订清楚，而且清理出周初民族大迁移的重要史实，这是对商、周史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他把校勘、训释、译述、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总之，顾先生把我国《尚书》的整理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为史学著作提出了一种新的体例，其贡献是卓著的。

顾先生不但是卓越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壮年时期我国正处在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他一方面出入于高文典册之中，另一方面又积极投入到救国的斗争中去。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在北大加入“救国团”，任出版股主任，写传单，写文章，编辑《救国特刊》，宣传群众。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他作演讲、写文章，怒斥日寇的侵略罪行，宣传团结抗日，表现出一个爱国学者的凛然正气；他还参加了“燕大中国教职员抗日会”，任宣传干事，主办“三户书社”，即后来的通俗读物编刊社，以大鼓词等形式编写宣传品，出版小册子达六百余种，五十余万册，以真人真事激发人们的抗日情绪，为此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爱国心还促使他将《禹贡半月刊》的内容由沿革地理转到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

顾先生不但勤奋治学，而且有着严谨民主的学风。他虚怀若谷，看到别人批驳自己的文章说“我很高兴地接受”；他编《古史辨》第二册，下编所收文章全是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他要学生做读书札记，记上对自己的批评，并以韩愈语“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鼓励大家拿出勇气来；他还把学生批评他的文章印成讲义发给学生等等。

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学派”“辨伪书、辨古史”的学术成就，在海内外有着巨大的影响，被誉为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第一块基石。

20世纪80年代顾先生逝世之后，学界对顾先生和“古史辨学派”的业绩有不同的评价：有说顾先生及“古史辨学派”大多数成员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的研究是科学的，认为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扫清了尘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建设预先培训了人材。还有一些人则对“古史辨学派”，特别是对“古史辨学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先生及其学说提出质疑，认为顾先生和“古史辨学派”否定夏、商、周的存在，是“东周以上无史”论的倡导者，对古书、古史搞了许多“冤假错案”，于是有人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想要以地下新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来解决千古疑难。

凡是读过顾先生和胡适先生有关著作的，就可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顾先生1920年刚开始做考辨古史的工作时，曾说过古书里自周以前“都不是信史”；1921年胡适先生也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顾、胡二先生不是说“东周以上无史”，而是说古书里的记载不是信史。顾、胡二先生说这些话的当时，中国考古工作刚刚开始，论世知人，我们对他们不应苛求。到1921年，当顾先生见到罗振玉、王国维关于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的著述时就重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他在此后的近六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时时注意利用甲骨文、金文资料来研究商、周史，来做既破坏伪古史又建设真古史的工作。如1922年他说：“自商代以后，始有可以征信的史料”（如《尚书·商书》、《诗经·商颂》及甲骨文）。1928年说要“从甲骨文中看商代地域，从金文、《诗》、《书》中看西周地域”。1933年他研究《禹贡》时说：“今以甲文金文所记地名证之，乃知商、周之盛，所谓中原曾无异于东周。”1939年他连续发表了《商王国的始末》、《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等论文。直到1963年他还告诫研究《尚书》必须研究甲骨文、金文。1964年他修改《〈尚书·大诰〉译证》时，曾以甲骨文、金文资料进行増补。60年代初至“文革”前他做成了七十万言的《周公东征史事考证》，这是他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甲骨文、金文与文献有机结合，在更高水准上对建设真古史做出的卓绝努力。对于夏代的看法，顾先生与“古史辨学派”某些成员根本否定夏代的存在是不同的，在他的论著中屡屡见到言夏代的观点，他认为古书中关于夏代史是“传说的成分极多，史实的成分极少”。为了考证夏史，他多年致力于研究禹和夏的关系，并不断修订自己早年的某些观点，如1937年发表的《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提出了禹的传说与戎族有关的新假定，认为夏是西方来的。总而言之，顾先生的论著表明他并没有否定夏、商、周的存在。

现在，中华书局推出学界期盼已久的博大精深的学术遗产《顾颉刚全集》，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不但必定会推动对顾先生和他的学术的认识和研究，推动对“古史辨学派”成就的认识和研究，而且对探讨如何科学地研究历史，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作为历史科学工作者，我们要继承、发扬顾先生的学术业绩，将辨古书、辨古史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到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此文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二0一一年·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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